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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吴澄是光显于元代的著名理学家、经学家和易学家，他在象数之学方面整合汉宋而创辟己见，而在义理之学方面则以全新理学视野解读《周易》经传，开显出《周易》吴氏学。《周易》吴氏学，即是一种理学视野下的独特易学天人之学。其基本内容是：天道为人道的终极价值根据，人宜推天道以明人事，法天道以开人文；天道性命相贯通，由理气所造化出的天人万象相互内在，息息相通，一体无隔，构成一无限宏大的有机生存共同体与生命共同体；万象如此而相连一体、动态流转着的这个世界，亦遂成为人的整个生活的世界；人应透过自觉的德性涵养修为工夫，存天理去人欲，遏抑因气禀所带来的感性欲念的伸张，变化气质，最大限度地彰显出与天地之理一而不二的本然正性，挺立道德理性、价值理性，令生命最终达致成为天地之理圆满化身的天地境界，亦即圣人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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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吴澄（1249－1333）字幼清，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生于南宋理宗淳祐九年，卒于元顺帝元统元年，年85。一生亲历了两个人文积淀程度判若云泥的王朝，为光显于元代的著名理学家、易学家和经学家。于桑梓，所居有草屋数间，志同道合之学友程钜夫题曰“草庐”，学者遂称之为“草庐先生”。

据黄梨洲（宗羲）季子黄耒史（百家）言：“幼清从学于程若庸，为朱子之四传。”（《宋元学案》卷九十二《草庐学案》）草庐“又师程氏绍开。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两家（按，谓朱、陆两家）”（见该书卷九十二《草庐学案》全谢山《序录》）。有此学术机缘，令他视野更为开阔，遂异乎一般入主出奴之辈，超越了学术上的狭隘门户之见，以有容乃大的胆识与气魄，自觉步筚路蓝缕以拓和会朱陆之正途的前修之后尘，积极吸纳同属抚州的乡先辈陆象山（九渊）心学的一些理念与识见，以充实朱学，开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以朱学为主体而兼综陆学的朱、陆融摄会通之路。

草庐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对《五经》的全面而系统的整理与诠释。他终其一生皆在以理学的视野孜孜究心于《五经》之学，于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尚书》、《诗经》、《春秋》（以及《左氏》、《公羊》、《谷梁》三传）、《礼》（包括《仪礼》、《周官》、《小戴礼记》、《大戴礼记》），皆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晚年结晶为煌煌数部巨著，总称《五经纂言》，从而赋予《五经》以崭新的吴氏理学新意，构建起一个特色鲜明的吴氏《五经》学体系，堪称“《五经》吴氏学”，创造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奇迹，着实令人钦敬！与“禀颖敏之资，用辛苦之力”（《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上》黄耒史语）而毕生矻矻萃心于《四书》之学的理学巨擘朱子，一先一后，相映成趣。以故黄耒史赞叹：“考朱子门人多习成说，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谓朱子，因其长期在福建路建阳授徒讲学、著书立说），非北溪（朱子晚年高弟陈淳）诸人可及也。”（《宋元学案》卷九十二《草庐学案》）所言信乎不虚！《元史》本传则盛赞各部《纂言》：“尽破《传》、《注》穿凿，以发其蕴。条归纪叙，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言。”以今观之，谓其“卓然成一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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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谓其“尽破《传》、《注》穿凿”则誉之似过。当然，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草庐的“《五经》吴氏学”，与包括朱子在内的其他相关理学家的《四书》之学一样，已通体浸润在以天道性命相贯通为鲜明特色的心性之学的氛围之中，令《五经》一如《四书》，成了名副其实的心性之学以及以此学为价值根基的全新儒学系统的文本载体，故而已全然不同于汉唐之儒理解视野下的《五经》、《六经》之学。

草庐以一人之力而全面、系统地整理、诠释《五经》，堪与在他之前的汉末“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而宗主古文经学、复兼通今文经学的一代杰出经学大师郑康成（玄）之遍注群经乃至诸纬相媲美。不过，对于诸经之《纂言》，草庐自有其自己的评价。

他尝对其弟子观生（按，姓失考）言：“吾于《易》书用功至久，下语尤精。其象例，皆自得于心，亦庶乎文王、周公系辞之意”；“吾于《书》有功于世，视《易》为尤小。吾于《易》有功于世，为甚大”。（《易纂言》观生跋） 

不仅草庐对于这部著作颇为自得，后人亦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明代焦澹园（竑，1540－1619）在其所作《易纂言序》中，即曾断言该书：“超然卓诣，绝不为两可之词；稽疑抉奥，契于我心者抑何多也！学者执是以求之，则可以见羲、文之心。见羲、文之心，则能见天地之心矣。羲、文之心，即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即吾心也。见吾心，则见《易》矣。噫！非极深研几者，其孰能知之！”（《澹园续集》卷三；清朱彝尊《经义考》卷四十三）而《四库全书总目》卷四《经部·易类四·易纂言提要》亦称：“其解释经义，词简理明，融贯旧闻，亦颇赅洽，在元人说《易》诸家，固终为巨擘焉。”
为了使人们更好地领悟《易》之义例及易学的源流迁变，据全谢山《答董映泉问草庐〈易纂言外翼〉书》（《宋元学案》卷九十二《草庐学案》）及《四库全书》，草庐还撰有《易纂言外翼》十二篇，研究《易纂言》者，不可不仔细阅读、玩味这部《易纂言外翼》。

二、对《易》之象数学内涵的梳理与诠释

《周易》古经由两套系统构成，一即由六十四卦的卦爻画所组成的符号系统，一即由各卦的卦爻辞所组成的文字系统。两套系统间，以其互诠互显的密切关系，结为一体，成为古经有机架构与体系的一体之两面。换言之，古经由此具有了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合一不二、二而实一、互诠互显的奇特学说架构与体系。这种学说架构与体系，即使放到整个世界人类文化发展长河的大视域下来审视，也并不多见。在撰写《易纂言》及《易纂言外翼》的过程中，草庐即将绝大部分的心力用在了此一方面，形成了他对《周易》、易学象数学的独到见解。这些见解，归纳起来，则集中体现于如下数端：

（一）本图书之学一视野以溯画卦之源

北宋以降，在战国、秦汉时期阴阳五行家及其他相关各家借助阴阳五行诸要素所构设的寄寓着鲜明无尽大化洪流意识和人生长河意识乃至基于此的人文历史理性意识的时空合一的动态流转型立体宇宙图式的基础上，一些学人开始明确以黑白圆点所组成的图式（圆点黑者表征奇数，白者符示偶数），符示先秦以来相关典籍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并借此追溯《易》卦之起源及《尚书·洪范》中《九畴》之由来等，从而在以往的易学象数之学之外，另开出图书之学这一别具特色的新象数学说之天地。

此所言透过黑白圆点所组成的图式有二，一为由下一、六，上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央五、十所组成的十数图，一为由下一上九，左三右七，二西南，四东南，六西北，八东北所组成的九数图。北宋刘长民（牧）、李旴江（觏），南宋朱子发（震）、张观物（行成），名前者为洛书、后者为河图；朱子及与其有师生之谊的蔡西山（元定）的观点，则恰好与之相反。元代以后，朱学成为官学，朱子的观点遂渐次占据上风，自此，一时间，历史上在何为河图、何为洛书问题上所发生过的长期争辩似乎被慢慢遗忘，以至以十数图为河图、九数图为洛书的观点，被视为当然而不容置疑。

草庐本朱说，而在《易纂言外翼·易原第十一》中称：

河图者，羲皇画卦之前，河有龙马出，而马背之旋毛有此数也。其数后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五奇五偶相配。羲皇平日观于天地人物，无非阳奇、阴偶，两相对待，见河图之数而有契焉，于是作一奇画以象阳，作一偶画以象阴，加而倍之以成八卦，又加而倍之以成六十四卦。所谓伏羲因河图而画八卦者，此也。以背毛之旋文如图星者之圆圈，故名之曰图。

洛书者，大禹治水之时，洛有神龟出，而龟甲之拆文有此数也。其数后一前九，左三右七，右前二，左前四，右后六，左后八，中五，四方、四隅、中央其位有九。禹平日默计天道人事之大要，其类有九，见洛书之数而有契焉，于是以天道人事分为九类，品其缓急先后之次，以配龟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文，是为《洪范·九畴》。所谓大禹因洛书而叙《九畴》者，此也。以背甲之拆文如书字者之横画，故名之曰书。

（二）深究《易》取象之义例

古经具有极其鲜明而突出的具象思维特征，它的卦爻辞，每每透过一些具体事物之形象，诠说、喻示卦爻画之所蕴，开示其所表征符示的吉凶休咎情状。例如，《乾》诸爻之辞几乎全在借“龙”之一象以立言，《渐》六爻之辞则尽在以“鸿”之一象以立言，等等。尤有进者，当卦的诸爻之辞借某一物象以立言时，则初爻之辞每言该物象的最下部位，其他诸爻之辞顺此以推，至上爻之辞即言该物象的最上部位；抑或，初爻之辞每言该物象初始时的境遇或处境，二爻之辞、三爻之辞、四爻之辞及五爻之辞则每言该物象在其后所相继经历的几个阶段中的境遇或处境，上爻之辞即言该物象在过程终了时的境遇或处境。而当卦的诸爻之辞借某一过程以立言时，则初爻之辞每言该过程之初始，其他诸爻之辞顺此以推，至上爻之辞即言该过程的终了。如是，一卦诸爻之上下（准古经之例，宜先言下后言上），即与物象之本末抑或过程之始终，建立起了一种对应关系。对于古经基于此具象思维所展示的一切，后世易学作了反复而深层的诠释，形成了对于古经取象原则的形形色色的理解，并在此种种理解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古经取象的具体义例。

据此，并在以往所积淀下的前人此一领域的相关识见的基础上，草庐透过累月积年的辛勤探研，推出了他对《易》之取象义例的系统见解。他在《易》之一书上所花之心血，主要目标可谓即是为了形成此系统见解。对于自己的这一成就，草庐在《易纂言外翼》中，用了《象例》上、中、下三卷的篇幅，作了全面总结。

依草庐之见，具言之，由文王、周公所作之《周易》，内中取象，大致包括九大类，它们分别是：其一，象之取于天者；其二，象之取于地者；其三，象之取于人者：人，大人，幽人（隐晦不求显见之人），君子，天子、王、大君（皆谓君天下者），君、公；第四，象之取于动物者；第五，象之取于植物者；第六，象之取于服物者；第七，象之取于食物者；第八，象之取于用物者；第九，象之取于采色、方位、时日、名数者。

“天”，涵盖天与天象、天气等；“地”，涵盖地以及地上、地下的自然的与人文的景观、存在；“人”，涵盖人及人的类别、彼此间的关系乃至人体之构成、人死后所成之状态；“动物”，涵盖各种飞禽走兽以及它们的形体构成；“植物”，涵盖各种草木及其果实等；“服物”，涵盖与人的服饰相关的物件；“食物”，涵盖人的各种可食之物。“用物”，涵盖人的各种用具；“采色、方位、时日、名数”，涵盖各种颜色、方位，时间之先后与日期，数量之大小与多少。

对于《周易》在取以上九大类象时所遵循之义例，草庐在上揭《易纂言外翼》的《象例》篇，皆作出了自己深造自得的诠解。诠解时，他首先具列《周易》经文中提及某类所取之象的所有卦爻辞，然后再对与之相应的取象义例作出总体诠解。

如在对《周易》第一大类 “象之取于天者”中的“天”之象其取象义例从总体上作出诠解时，草庐首先具列了《周易》一书提及该象的《乾》等六卦的爻辞，而后从总体上总结出《周易》取此象时所遵循的基本义例，称：“《乾》五‘飞龙在天’；《大有》上‘自天祐之’；《大畜》上‘何天之衢’；《明夷》上‘初登于天’；《姤》五‘有陨自天’；《中孚》上‘翰音登于天’。卦象乾为天，卦位五、上为天。凡以天为象者，皆五、上之位、阳刚之画也。《明夷》以反体言，所谓天者，指《晋》上九，亦刚画也；以应位言，指九三，亦刚画也。”（《象例》第七上）此言于经卦而言，乾卦符示天之象；于别卦言，五、上两爻之位表征天之位，居于天之位上的阳爻则亦符示天之象。《乾》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大有》上九爻辞“自天祐之”、《大畜》上九爻辞“何天之衢”、《姤》九五爻辞“有陨自天”；《中孚》上九爻辞“翰音登于天”，其之所以取“天”之象，即皆因相应卦五、上之位属天之位，而居于该位上的爻又系阳爻。

（三）重卦说

草庐之重卦说，源自其所准依的北宋邵子的伏羲先天《易》之说。

伏羲先天八卦与六十四卦，乃透过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的方式而成。其中，四分为八时八经卦成，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时六十四别卦成。所成八卦之序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所成六十四卦之序为《乾》一、《夬》二、《大有》三、《大壮》四、《小畜》五、《需》六、《大畜》七、《泰》八，《履》九、《兑》十、《睽》十一、《归妹》十二… …《观》六十一、《比》六十二、《剥》六十三、《坤》六十四。仍如前之所揭，八经卦成后，六十四卦亦可视为由八经卦彼此相重所成。重卦方式，乃据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的八卦之序，先以乾卦为下卦，其上分别依序与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相重，得出八个别卦；继之再以兑卦为下卦，其上仍分别依序与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相重，又得出八个别卦；继之又以离卦为下卦，其上仍分别依序与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相重，亦得出八个别卦；依此类推，最后再以坤卦为下卦，其上仍分别依序与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相重，亦得出八个别卦，六十四卦遂成。

由此所重成的六十四卦，遂可以其所得以重成的先天八卦之序数标识出来。例如，《乾》由下乾重之以上乾所成，乾之序数为一，而可称之以“一之一”；《泰》由下乾重之以上坤所成，乾与坤的序数各为一与八，而可称之以“一之八”；《观》由下坤重之以上巽所成，坤与巽的序数各为八与五，而可称之以“八之五”；《既济》由下离重之以上坎所成，离与坎的序数各为三与六，而可称之以“三之六”。其他诸卦的标识法，类而推之可也，不再赘举。

由此我们不难明了草庐于诸卦卦画之后所标注的类似内容的基本意涵。例如，《易纂言·上经第一》，《豫》卦画后，草庐标注有“八之四”之语；《易纂言·下经第二》，《鼎》卦画后，草庐标注有“五之三”之语。坤八而震四，巽五而离三。“八之四”，即谓《豫》之一卦，乃由下坤重之以上震所成；“五之三”，即谓《鼎》之一卦，乃由下巽重之以上离所成。

（四）经卦、纬卦说

在重卦说的基础上，草庐又提出了其经卦、纬卦说。

草庐称：“八卦正体、对体自重者，为经卦；八卦各体错杂相重者，为纬卦。”（《易纂言外翼·卦统第一》）“正体”，谓八经卦本身；“对体”，谓八经卦间与己同位之爻之爻性皆相反的卦，具言之，乾与坤互为对体，震与巽互为对体，坎与离互为对体，艮与兑互为对体。八卦正体自重所成之经卦，为纯卦，共计八个，称八纯；八卦之正体与其对体相重所成之经卦，为合体之卦，亦共计八个，分别是乾、坤合体之《泰》与《否》，震、巽合体之《恒》与《益》，坎、离合体之《既济》与《未济》，艮、兑合体之《损》与《咸》。不具对体关系的八卦相重所成的卦，即为纬卦。如乾与艮相重则为纬卦《遁》与《大畜》，巽与离相重则为纬卦《家人》与《鼎》。由此，六十四卦中，共有十六个经卦与四十八个纬卦。

《易纂言·上经第一》，《乾》卦画后标注以“经，八纯”，《坤》卦画后标注以“经，八纯”，《屯》、《蒙》卦画后皆标注以“纬”，即据上说而来。

（五）卦变说

卦变说是探究卦之所自来的一种学说。《易传》的“往来”说，可谓卦变说之滥觞。西汉京君明（房）的八宫卦说，以八纯卦各变出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游魂、归魂七卦，可以视之为一种较早的系统卦变说。然后世言卦变者，往往要追溯至东汉末叶的荀慈明（爽）和虞仲翔，而不追至京君明。慈明的卦变说，基于乾、坤相对待基础上的乾、坤为《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这一理念，遵循乾阳、坤阴一升一降、一来一往、相互交感合同，以生成诸卦的理路。在此基础上，仲翔于易学史上首次提出了一种明确而系统的卦变说体系。该体系的基本内容有二，一为乾父坤母生六子说，一为辟卦生杂卦说。其后，朱子承续并推展了仲翔的辟卦生杂卦说，而于《周易本义》中推出了其卦变图。其后，赵宋宗室赵以夫，着眼于六子与十辟，于《易通》中推衍出其卦变说。作为朱门后学的草庐，在融旧铸新的基础上，亦提出了自己在卦变说方面的独到见解。

在《易纂言外翼》中，草庐单独列了一篇以探讨卦变说。令人惋惜的是，这一篇内容后佚，仅留下了关于它的一段序文。该序文称：“羲皇生卦，奇偶之上生奇偶而已。卦体既成，而推其用，则无穷焉。《乾》、《坤》变而为六子、十辟，六子、十辟变而为四十六卦。述卦变第三。”（《易纂言外翼·十二篇原序》）所幸其卦变说的结论，尚散见于《易纂言》的《上经第一》与《下经第二》。全谢山《读草庐易纂言》称：“世所传朱枫林《卦变图》以十辟六子为例，实则本诸草庐云。”（《宋元学案》卷九十二《草庐学案》）朱枫林（升），元末明初人，其《卦变图》今见于黄梨洲《易学象数论》卷二《卦变三》。

据可资参考的资料，我们不难梳理出草庐的卦变说主要包括以下之基本内容：

其一，《乾》、《坤》变生六子、十辟。

乾、坤变生六子，其说本诸《说卦传》：“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彼处草庐诠释道：“万物资始于天，犹子之气始于父也。万物资生于地，犹子之形生于母也。故乾称父，坤称母。‘索’，求而取之也。坤交于乾，求取乾之初画、中画、上画而得长、中、少三男；乾交于坤，求取坤之初画、中画、上画而得长、中、少三女。‘一索’谓交初，‘再索’谓交中，‘三索’谓交上，以索之先后为长、中、少之次也。”（《易纂言·说卦传第八》）

《乾》、《坤》变生十辟，则源自汉代易学中的卦气说。西汉孟长卿（喜）首次显发了一种六十四卦卦气说，视六十四卦为年复一年阴阳二气之消息、节气物候之交替乃至万事万物之生化的涵摄符示者。其中，《坎》、《离》、《震》、《兑》四卦主四时、值二十四节气；其余六十卦，分属于十二个月，每月五卦，冠以辟、公、侯、卿、大夫之名，值七十二候、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内中的十二辟卦，即《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又成了十二个月各月阴阳消息基本情状或常态情状的符示者。天地间阴阳二气之消息，实即天之阳气与地之阴气的消息；因之，十二辟卦所示的阴阳之消息，实即《乾》阳与《坤》阴之消息。于是，《乾》阳息于《坤》阴之上，依次生出《复》、《临》、《泰》、《大壮》、《夬》五卦；《坤》阴息于《乾》阳之上，则依次生出《姤》、《遁》、《否》、《观》、《剥》五卦。此即草庐《乾》、《坤》变生十辟之所指。

观《易纂言》中《上经第一》与《下经第二》每卦卦画后的标注可知，草庐分别将上述十二辟卦称作一阳辟、二阳辟、三阳辟、四阳辟、五阳辟、六阳辟、一阴辟、二阴辟、三阴辟、四阴辟、五阴辟、六阴辟。

其二，六子变生相关诸卦。

由六子所变生之卦，皆为二阴、二阳之卦，且此二阴或二阳分别居于别卦的上下二体。具言之：

1.1，二阳分居上下二体，且不在初、四之位者，由《震》而变，凡有两卦：《震》初与五、四与三分别互易其位，成《蹇》；初与上、四与二分别互易其位，成《蒙》。

1.2，二阴分居上下二体，且不在初、四之位者，由《巽》而变，凡两卦：《巽》初与五、四与三分别互易其位，成《睽》；初与上、四与二分别互易其位，成《革》。

2.1，二阳分居上下二体，且不在二、五之位者，由《坎》而变，凡两卦：《坎》二与四、五与三分别互易其位，成《小过》；二与上、五与初分别互易其位，成《颐》。

2.2，二阴分居上下二体，且不在二、五之位者，由《离》而变，凡两卦：《离》二与四、五与三分别互易其位，成《中孚》；二与上、五与初分别互易其位，成《大过》。

3.1，二阳分居上下二体，且不在三、上之位者，由《艮》而变，凡两卦：《艮》三与四、上与二分别互易其位，成《解》；三与五、上与初分别互易其位，成《屯》。

3.2，二阴分居上下二体，且不在三、上之位者，由《兑》而变，凡两卦：《兑》三与四、上与二分别互易其位，成《家人》；三与五、上与初分别互易其位，成《鼎》。

其三，十辟变生相关诸卦。

由十辟所变生之卦，有一阴、一阳之卦，二阳、二阴之卦，三阴、三阳之卦。具言之：

1.1，一阳之卦，阳在下体，自一阳之辟《复》而变，凡两卦：《复》初、二相易，成《师》；初、三相易，成《谦》。

1.2，一阴之卦，阴在下体，自一阴之辟《姤》而变，凡两卦：《姤》初、二相易，成《同人》；初、三相易，成《履》。

1.3，一阳之卦，阳在上体，自五阴之辟《剥》而变，凡两卦：《剥》上、四相易，成《豫》；上、五相易，成《比》。

1.4，一阴之卦，阴在上体，自五阳之辟《夬》而变，凡两卦：《夬》上、四相易，成《小畜》；上、五相易，成《大有》。

2.1，二阳之卦，阳在下体，自二阳之辟《临》而变，凡两卦：《临》初、三相易，成《升》；二、三相易，成《明夷》。

2.2，二阴之卦，阴在下体，自二阴之辟《遁》而变，凡两卦：《遁》初、三相易，成《无妄》；二、三相易，成《讼》。

2.3，二阳之卦，阳在上体，自四阴之辟《观》而变，凡两卦：《观》五、四相易，成《晋》；上、四相易，成《萃》。

2.4，二阴之卦，阴在上体，自四阳之辟《大壮》而变，凡两卦：《大壮》五、四相易，成《需》；上、四相易，成《大畜》。

3.1，三阳之卦，二阳在下体，一阳在上体，自三阳之辟《泰》而变，凡九卦：《泰》初、四相易，成《恒》；初、五相易，成《井》；初、上相易，成《蛊》；二、四相易，成《丰》、二、五相易，成《既济》；二、上相易，成《贲》；三、四相易，成《归妹》；三、五相易，成《节》；三、上相易，成《损》。

3.2，三阴之卦，二阴在下体，一阴在上体，自三阴之辟《否》而变，凡九卦：《否》初、四相易，成《益》；初、五相易，成《噬嗑》；初、上相易，成《随》；二、四相易，成《涣》、二、五相易，成《未济》；二、上相易，成《困》；三、四相易，成《渐》；三、五相易，成《旅》；三、上相易，成《咸》。

《易纂言·上经第一·屯》卦画后标注以“八纯《艮》变。”《下经第二·晋》卦画后标注以“四阴《观》变。”… …即据以上卦变说而来。

（六）卦主说

卦主说所论者，是一卦当有其为主之爻。此说在《易传》那里尚处于蕴而未发的状态。就现存文献而论，最早显发此说的，当推西汉京君明。传世的《京氏易传》中，于《姤》有云：“尊就卑，定吉凶只取一爻之象。”于《谦》有云：“一阳居内卦之上，为《谦》之主。”其后，在会通儒道的超远玄学视野下，三国时期，魏王辅嗣继承并发展、升华了京君明的这一思想。他在执一统众、以简驭繁理念下明确指出，一卦当有一卦之主，此卦主在卦中统摄其他诸爻而为它们所归宗：“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 … 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周易略例·明彖》）从而令卦主说走向成熟。辅嗣之后，卦主说代有诠释、推衍者。草庐正是在整合前人相关识见的基础上，推出了其不同于他人的卦主说。

草庐指出：“凡卦各有一爻为主，彖、爻之辞言‘主’者，皆谓主爻也。”（《易纂言·上经第一·坤》“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注）主爻的确定，则如下：
《系辞上传》在开示“大衍筮法”时尝言：“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后世遂以“小成之卦”名八经卦，以“大成之卦”名六十四别卦。草庐的卦主说，是从小成之卦入手而展开的。

草庐称：“小成之卦八，震、巽下为主，坎、离中为主，艮、兑上为主：此因乾、坤交易而定也。震一阳，巽一阴，下为主；兑二阳，艮二阴，中为主；乾三阳，坤三阴，上为主：此因阴阳消长而定也。艮、兑或主上，或主中者，以乾、坤之交而言则主上画。故《遁》二阴主二，《剥》五阴主五，艮之中画为主也；《临》二阳主二，《夬》五阳主五，兑之中画为主也。”（《易纂言外翼·卦主第四》）此言从乾、坤交感以生六子的角度切入以正定卦主，则震、巽之所以为震、巽，坎、离之所以为坎、离，艮、兑之所以为艮、兑，其基本表征，各在乎其初、中、上爻之阳或阴，因此它们各以初、中、上爻为主。而从阴阳消息的角度切入以正定卦主，则震、巽之阴阳初息，艮、兑之阴阳息至中，乾、坤之阴阳息至上，是故它们分别以初、中、上爻为主。

依草庐之见，大成之卦六十有四，其卦主的正定，即以小成之卦卦主的正定为依据。具言之：

其一，“乾、坤为主之卦四：《乾》、《坤》主上，《否》、《泰》主三。”（同上）其他卦中，纵出现乾或坤，为主者乾或坤乃让位给六子之卦。

其二，“坎、离为主之卦二十有八：《坎》、《离》、《屯》、《鼎》、《需》、《晋》、《比》、《大有》、《蹇》、《睽》、《井》、《噬嗑》、《节》、《旅》十有四卦主五，《蒙》、《革》、《讼》、《明夷》、《师》、《同人》、《解》、《家人》、《困》、《贲》、《涣》、《丰》、《未济》、《既济》十有四卦主二。”（同上）何以如此？ “坎、离得乾、坤中画，自主其重卦、合卦，而又各主十二卦，所主倍于震、巽、艮、兑四卦者，贵中也。故卦之有坎、离者，必以坎、离为主。惟无坎、离者，然后震、巽、艮、兑为主也。”（同上）

其三，“震、巽为主之卦十有六：《震》、《巽》、《大壮》、《观》、《小过》、《中孚》、《豫》、《小畜》八卦主四，《复》、《姤》、《无妄》、《升》、《益》、《恒》、《随》、《蛊》八卦主初。”（同上）

其四，“艮、兑为主之卦十有六：《艮》、《兑》、《颐》、《大过》、《大畜》、《萃》六卦主上，《谦》、《履》、《咸》、《损》、《渐》、《归妹》六卦主三，《遁》、《临》二卦主二，《剥》、《夬》二卦主五。”（同上）

这里需特别指出的是，小成之卦自重所成的纯卦，卦主在上体；互为对体相重所成的合体，卦主在下体；震、巽、艮、兑四卦非对体关系而相互重叠所成的卦，无反体之卦，卦主在上体，有反体之卦，卦主在下体。

《易纂言》中《上经第一》与《下经第二》每卦卦画后标注的卦主为何，其依据即为以上所述。

（七）对体、反体与卦序

在卦与卦间的关系问题上，草庐有“对体”、“反体”两个基本概念。如前所言，“对体”指涉的是同位之爻的爻性皆相反的一对卦间的关系，“反体”指涉的是一方全然倒转既成另一方的一对卦间的关系。据此，他分析了通行本《周易》古经的卦序，并为各卦加上了序号。

仍如前文所引，就古经的上下二篇，草庐则分别断言：“文王以六十四卦分为上下二篇。此篇首《乾》、《坤》竟《坎》、《离》，对体之卦六，反体之卦十二。反体一卦为二卦，总计三十卦，谓之《上经》”（《易纂言·上经第一》开首注语）；“此篇起《咸》、《恒》，终《既济》、《未济》，对体之卦二，反体之卦十六，反体一卦为二卦，总计三十四卦，谓之《下经》”（《易纂言·下经第二》开首注语）。对体之卦，双方各为一卦；反体之卦，两卦可视为一卦。于是，古经上篇《乾》与《坤》、《颐》与《大过》、《习坎》与《离》三对对体之卦，各为一卦，各占一个序号；其余十二对反体之卦，各自为对而一对合为一卦，共具一序号。从而三十卦共有十八个序号。下篇《中孚》与《小过》一对对体之卦，各为一卦，各占一个序号；其余十六对反体之卦，各自为对而一对合为一卦，共具一序号。从而三十四卦亦共有十八个序号。上篇的序号称“上之几”，下篇的序号称“下之几”。此与其在《易纂言·杂卦传第十》开首所云“《序卦》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以反对而观，则上经十八卦，下经十八卦也”，识见是一贯的。至于各卦所加序号之实例，则如《易纂言·上经第一》于《乾》、《坤》、《屯》、《蒙》四卦的卦画后，即各标注以“上之一”、“上之二”、“上之三”、“上之三”之语，显示前两卦互为对体，各为一卦，各占一个序号；后两卦互为反体，合为一卦，共具一个序号。而《下经第二》于《中孚》、《小过》、《既济》、《未济》四卦的卦画后，则各标注以“下之十六”、“下之十七”、“下之十八”、“下之十八”之语，亦显示前两卦互为对体，各为一卦，各占一个序号；后两卦互为反体，合为一卦，共具一个序号。

（八）变卦说

变卦说不同于卦变说。前者所揭示的是一卦因其内中的爻发生动变，导致该卦变为另一卦。该卦称“本卦”，所变成的另一卦则称“之卦”或“变卦”。变卦由经文中的爻题所蕴示。

草庐承续了前人的相关识见，明确揭示了爻因系九、六之爻而所导致的一卦之变为另六十三卦，一卦之可有六十四种未来归趋，而称：“《易》以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画变则化柔，柔画变则化刚，而一卦可为六十四卦。”（《易纂言外翼·十二篇原序》）惜乎《易纂言外翼》中专门探究一卦可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为四千零九十六卦的“变卦第五”一篇内容，也全部佚失，使得我们难以全面了解草庐变卦说的内涵。所幸《易纂言》的《上经第一》与《下经第二》，详细开示了诸卦各爻分别为爻题所示的动变之爻与六爻全为爻题所示的动变之爻七种情形下，每卦所变为的另外七卦。

例如，《易纂言·上经第一·屯》，《屯》六爻的爻题各为“初九”、“六二”、“六三”、“六四”、“九五”、“上六”，在此诸爻题后，草庐分别注道：“初之画得九，为《屯》之《比》”；“六居第二画，为《屯》之《节》”；“六居第三画，为《屯》之《既济》”；“六居第四画，为《屯》之《随》”；“九居第五画，为《屯》之《复》”；“上之画得六，为《屯》之《益》”；“六画俱九、六，为《屯》之《鼎》”。此即开示，《屯》中之爻，如为爻题之九所示者，即由阳爻变为阴爻；如为爻题之六所示者，即由阴爻变为阳爻；如全为爻题之九、六所示者，则阳爻全变为阴爻、阴爻全变为阳爻。由此，《屯》即可有七个变卦。其他之例，请详《易纂言》之《上经第一》与《下经第二》，不再一一枚举。

（九）互体、肖某经卦、复体

互体说，就传世文献言之，至少在春秋时期已出现。《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陈厉公生敬仲（陈完），令周史为敬仲筮占，筮遇《观》四爻动而成《否》。周史有称：“风为天，于土上，山也。”西晋杜元凯（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云：“自二至四有艮象，艮为山，是也。”《否》二至四爻互体为艮。此为仅见的春秋时人言互体之例。其后，主要是西汉以降，京君明、荀慈明、郑康成、虞仲翔诸人，先后推阐互体说，使之成为一个重要的象数学说，为后世言互体者之所本。草庐在前人的基础上，亦开示了其对互体说的见解。

《易纂言外翼》中专有一篇言互卦，已佚，仅留存其序文：“重卦有上下二体，又以卦中四画交互取之，二、三、四成下体，三、四、五成上体，述互卦第六。”（《易纂言外翼·十二篇原序》）

互体本谓一别卦除却下、上两个经卦卦体之外，复可由中间四爻透过相邻三爻交互结合的方式，而形成两个新的经卦卦体。上述《左传》所载即谓是。东汉郑康成，始言卦中相邻四爻交互结合而成一新的别卦卦体。如，《大畜·彖传》“‘不家食吉’，养贤也”康成注云：“自九三至上九有《颐》象。”（清孙星衍《周易集解》引）《大畜》三至五爻互体为震，四至上爻为艮，震下艮上而为《颐》。虞仲翔进而言卦中相邻五爻交互结合而成一新的别卦卦体。如，《蒙》卦辞“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仲翔注云：“二体《师》象。”（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蒙》初至三爻为坎，三至五爻互体为坤，坎下坤上而为《师》。此处康成所言者，可谓四爻连互；仲翔所言者，可谓五爻连互。

草庐诠《易》，亦每言三爻之互体。如，《泰》九二爻辞“用冯河，不遐遗，朋亡”注云：“九二刚变为柔，二、三、四互坎为水之流，三、四、五互震为足之动。”（《易纂言·上经第一·泰》）《泰》九二爻发生动变，卦成《明夷》，二至四爻互体为坎水之象，三至五爻互体为震足之象。

草庐更言卦中间四爻连互而成一新的别卦卦体。所谓“以卦中四画交互取之，二、三、四成下体，三、四、五成上体”。据此理路，草庐在邵康节“先天六十四卦圆图”的基础上，依序令先天六十四卦各卦连互，而成一新的圆图，黄梨洲称之为“吴草庐互先天图”，而列于其《易学象数论》卷二，可参看。

草庐亦每言及卦中间四爻之外的其他相邻四爻之连互。如，《泰》六五爻辞“帝乙归妹以祉”注云：“《泰卦》互体及卦变皆成《归妹卦》。”（《易纂言·上经第一·泰》）《泰》二至五爻连互即成《归妹》：二至四爻互体为兑作下体，三至五爻互体为震作下体。“卦变”，当谓《泰》三、四两爻为动变之爻，变则成《归妹》。再如，《贲》六二爻辞“贲其须”注云：“三、四、五、上肖《颐》，六二在颐下，‘须’之象。”（《上经第一·贲》）《贲》三至上爻连互即成《颐》：三至五爻互体为震作下体，四至上爻为艮作上体。

引而申之，草庐乃视卦中数爻一体，为尚未全显的某一别卦卦体之象。如，《泰》六四爻辞“翩翩”注云：“‘翩翩’，飞而向下也。《小过》有飞鸟之象者，阳象鸟身，阴象鸟翼，翼在两旁，而身在中也。《泰》六四变为刚，三、四、五、上得《小过》全体之半，阳在下，阴在上，如鸟身投下，翼飞于上，而随身以下也。”（《上经第一·泰》）《泰》六四爻为动变之爻，变则成《大壮》，三至上四爻，显《小过》之大半，其下如有两个阴爻，即全显《小过》之象矣。再如《谦》上六爻辞“利用行师，征邑国”注云：“《谦》之二、三、四、五、上，《师》之初、二、三、四、五也。”（《上经第一·谦》）《谦》二至上五爻，显《师》之大半，其上如有一阴爻，《师》之象即全显矣。

有时，草庐乃至视一经卦之象为一具体而微的别卦之象。如，《睽》六三爻辞“其人而且劓”注云：“上体离，有《颐》象，三在其下，须也。”（《下经第二·睽》）是言《睽》上卦之离为一具体而微的《颐》象。

以上所及，可谓涵盖于一见微知著的“放大”之理路下。与之相对待的，乃是涵盖于“化约”、“压缩”理路下的肖某经卦说与复体说。

所谓肖某经卦说，在草庐那里，指涉的是一别卦四爻以上（包括四爻、五爻乃至构成卦体的全部六爻）连为一体，可视为一大的经卦之象。

此说在草庐以前即已存在。如朱子《周易本义》于《大壮》六五爻辞“丧羊于易”注云：“卦体似兑，有羊象焉。”即言《大壮》整个卦体肖经卦兑之象。与朱子同时的项安世，亦涉及过是说，见下草庐所引。

《随》上六爻辞“拘系之”注云：“《随》之三、四、五、上肖坎。”（《上经第一·随》）此言卦中四爻一体而肖某一经卦之象。《损》六五爻辞“十朋之龟”注云：“自二至上肖离，有龟象。”（《下经第二·损》）此言卦中五爻一体而肖某一经卦之象。《颐》初九爻辞“舍尔灵龟”注云：“项氏曰：‘《颐卦》肖离为龟，… …”（《上经第一·颐》）此引项安世之说，言整个卦体肖某一经卦之象。《大过》上六爻辞“过涉灭顶”注云：“《大过》肖《坎》。”（《上经第一·大过》）此亦言整个卦体肖某一经卦之象。

整个一别卦卦体之肖某一经卦之象，草庐又称该卦为某一经卦之复体。复体，即复合、重叠的经卦卦体。如，《观》初六爻辞“童观”注云：“《观》，艮之复体。”（《上经第一·观》）《大壮》九三爻辞“羝羊触藩，羸其角”注云：“《大壮》者，复体之兑。”（《下经第二·大壮》）《旅》上九爻辞“丧牛于易”注云：“《小过》，坎之复体，象舆。”（《下经第二·旅》）后人或称此复体说为大卦说。如全谢山《经史问答》卷一《〈易〉问目答董秉纯》十七条中即列有“又有大卦之说若何”一条问答，并称：是说即“所谓《中孚》为大离、《小过》为大坎是也。”
三、理学视野下的易学天人之学内涵

我们认为，《易传》问世之后的易学，就其形式言，是一种具备自身特有话语系统的专门之学；就其内容言，是一种具有高度哲学性的天人之学。北宋胡安定所谓“夫《易》之道至广而至大，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推于天下，则天下之事无不备；施之万世，则万世之事皆可知；穷于四远，则四远之处不能以御也”（《周易口义·系辞上》“夫《易》广矣，大矣”章注）与《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所云“《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即典型揭示了这一点。正因蒙宏赡而深湛易学素养之沾溉，北宋邵康节遂提出了“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观物外篇》下）的著名论断。只是对于这种天人之学，不同时代乃至不同的易学家、哲学家因乎理解视野之差异而存有不同的解读。而适应这种天人之学的需要，易学的任何一种象数义例，象数学说，乃既有其表层的象数本身之所是，更有其内在深层的所以是。后者即实质性地表征易学之所以为易学的天人之学方面的意涵。前者以符号化的形式蕴示后者，并因蕴示后者方有其存在之价值；后者则以目标、归宿的角色彰显前者，使前者作为载体、媒介、手段、工具角色的价值得以实现。二者相依互显，共同构成易学象数、义理合一之有机架构与体系的一体之两面。草庐理解视野下的易学，自也不能例外。

作为元代著名的理学家，草庐所理解的易学，究极言之，乃是一种理学视域中的易学。在他的理学视野下，易学天人之学的内涵，要而言之则如下：

其一，天道为人道的终极价值根据，天道因人之价值自觉即会下贯而转换为人道。人宜推天道以明人事，本天道以立人道，法天道以开人文。如是，人之所为即上同于天而具有了天的品格。《周易》本系卜筮之书，卜筮的基本目的，就是透过卜筮的实际操作，实现天人间的沟通，从而打通天人，开显天道，正定人道，开展人事。是以草庐称：“‘道’谓天之道，‘德行’谓人之所行。吉凶祸福，天之道也。问蓍得此，以占未来之事者，能前知天道至幽也，因占说出而幽者显矣，故曰‘显道’。人之行事，不敢自为，必待决之于蓍，听从神物所告，而为之，则所行之事虽在人，而实出于神矣，故曰‘神德行’。”（《易纂言·系辞上传第五》“显道神德行”注）又称：“天道幽也，以占而显，则虽天之道，而可以用之应接人事矣；德行人也，以占而神，则虽人之所行，而可以赞助神之所为矣。盖所行皆神之所教训，则是以人而代神之所为也，故曰‘佑’。”（同上，“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注）这无疑是在肯定卜筮信仰的大前提下，基于正大的人文价值理性，对其作了一番创造性转化。经过这番转化，以卜筮为媒介，非理性的信仰与人文价值理性，本然至正之天道与应然正大之人道，些微无隔地通为一体，创造了一个信仰与理性相容互补、共显大用的成功范例。此一范例实为草庐所创，但草庐却认定此为作《易》圣人原本所立。在他看来，圣人以深挚的爱民之心，作《易》供人以卜筮之用，借天道之开显俾人确立起前瞻性的视野，进而打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积淀起知来藏往的大智慧，厚植起挺立自身生命主体性的根基，以正主其事，顺利趋吉避凶，迈向理想人生。他说：圣人“盖以其与民同患之心，寓之于蓍、卦。有蓍之神，足以知吉凶未至之事于其先；有卦之知，足以藏吉凶已定之理于其内。俾民问蓍求卦，则自能趋吉避凶，而圣人之心，不复以此为患也”。又说：“圣人以其生知之知，寓诸卦，故明于天道之卦，可为察民事之知，以其不言而教之神，寓诸蓍，故兴起人物之蓍，可为前民用之神，圣人则无所用其心，若斋戒然。凡民有事，皆必取决于蓍、卦，而信其为神，信其为知，所以神明蓍、卦之德也。”（并同上，“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节注）这里，集中突显的是拥有前瞻性视野与以正主事两端的无比重要性。依草庐之见，是两端对于人之迈向理想人生而言，恰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它既体现了卜筮的真精神，也体现了易学的真精神。拥有前瞻性视野无需再赘言；而于以正主事，草庐则透过对经文中在在可见的“贞”字、“利贞”之辞的注释，淋漓尽致地诠显了它。如对《乾》之卦辞“利贞”，草庐注释道：“占也。‘利’者，宜于事，如刀之刈禾，顺而便也。‘贞’者，主其事，如木之桢干，正而固也。占者宜于正主其事也。”（同上书，《上经第一》）再如，对《损》九二爻辞“利贞”，草庐注释道：“占也。宜自守其中，以正主事也。”（同上书，《下经第二》）其他之例，不再一一枚举。
其二，造化天人万象的终极本原有二，一为理，一为气。理乃宇宙之所以为宇宙、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万物之所以为万物、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根据、理则与主宰，气是天人万象形质之所自来。气的消息盈虚、交感变化，亦为理所主宰、制约。他说：“有形之上者，道也，太极是也；有形之下者，器也，八卦所象之物是也。”（同上书，《系辞上传第五》“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注）又说：“‘太’者，大之至也。‘极’者，屋栋之名。天地间之有此理，犹屋之有极也。‘易有太极’，谓一阴一阳之相易，有理以为之主宰也。”（同上，“易有太极”注）这就表明，理与道是具有同等意义而可互换的范畴，指涉无形无象而为有形有象之万物（所谓器）以及阴阳之气背后之根据者。因其为万物及阴阳之气的最高的终极根据，故名太极。在他看来，“夫‘天’，专言之则道也，此虽兼地言之，而曰‘天地’，然与专言‘天’之一字者同。盖以其主宰之理而言，非指轻清之气为天、重浊之质为地也。‘日月’，‘四时’，‘鬼神’，皆天地之气所为。气之有象而照临者，为‘日月’；气之循序而运行者，为‘四时’；气之往来屈伸而生成万物者，为‘鬼神’。命名虽殊，其实一也。其所以明，所以序，所以能吉、能凶，皆天地之理。主宰之天地以理言，故曰‘德’；日月、四时、鬼神以气言，故曰‘明’、曰‘序’、曰‘吉凶’也”。（《易纂言·文言传第七》“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一节注）此又指明，阴阳二气分化凝聚而成天地间的日月两大象，二者能够照察万象；二气消息盈虚，依序推展布散开来，而成春夏秋冬四时；二气因其屈伸往来而具化生万物之功用，即此功用而名之，则曰鬼神。二气之所以能够如是，乃理或天地之理主宰而使之然也。这里，他以理解读天或天地之内涵，称理为天地之理。

其三，天道性命相贯通，由理气所造化出的天人万象相互内在，息息相通，一体无隔，构成一无限宏大的有机生存共同体与生命共同体；万象如此而相连一体、动态流转着的这个世界，亦遂成为人的整个生活的世界！在此共同体和生活世界中，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气赋人物以形质，理赋人物以本然正性、善性。于是，理气以繁富的相结一体的方式，成就起形形色色、难以数计的性命样态和存在方式、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下的人与物，实现了本然层面的人物只可接受而不能主动进行自主选择的天道与其性命的贯通。草庐在诠释《系辞上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时所谓：“天地间，阴阳二气而已。圣人合卦象与蓍数而名曰《易》者，取阴阳互相更易之义。庄氏云：‘《易》以道阴阳。’是也。故此章专言‘阴阳’二字，以明《易》之所以为《易》者，阴阳也。‘一阴一阳’谓阴而阳，阳而阴，循环无端也。周子曰：‘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是也。‘阴阳’，气也；‘道’者，理也。然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即是气而为之主宰者，‘道’也。程子曰：‘阴阳，非道也。所以一阴一阳者，道也。’”（《易纂言·系辞上传第五》）《易》的意蕴，首先就是这种与气相即不离的理所主宰、制约下的往复循环的气化运动。而“‘继之’谓阴阳之运，而为造化者，继续而无息也。‘成之’谓阴阳之凝，而为人物者，成完而无亏也。继续流行而无息者，其理则谓之‘善’。成完备具而无亏者，其理则谓之‘性’。‘继之’、‘成之’者，阴阳之气；‘善’者、‘性’者，道也。”（同上）理气相即互动，一则化育出完好的人物之形体，再则令其具有了完好的同于天道的本然正性、善性，即性即理之性、性即天地之理之性。此性与天地之理完全一而不二，使人以及物同天、天道、大宇宙有了直接的具有本质意义的联系，令其成为具备宇宙根基、根据意义上的价值自足的存在－宇宙所以然的终极根基、根据即系其所以然的终极价值根基、根据。因而，不难看出，此性就是人乃至物以大宇宙为终极之域而超越自身当下之所是、现实地提升自己存在的境地与生命的境界的终极而充足的价值资源，为其最终达致作为理的圆融体现者的天地境界开显出无限可能之机。

其四，人以及物所禀受的理与气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禀气的清浊，直接关系到本然正性或善性，亦即性即理之性、性即天地之理之性彰显与实现的程度。禀气清者，此性为气所透显，即会较为顺畅地彰显、实现出来；禀气浊者，此性为气所障蔽，即难以顺畅地彰显、实现出来。此性的此等彰显与实现的程度，就使得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物与物之间于终极层面所以然的本然正性或善性全然相同之外，在现实存在境地与生命境界层面出现了种种差异。其差异之荦荦大者，于人物比观言之，则人乃万物之灵；于人人比观言之，则或圣或愚、或贤或不肖，或仁或知，不一而足。他说：“此道以阴阳混成而赋与于人物，则谓之性。性之在人，圣愚、贤不肖一也。而上圣、大贤以下，所禀阴阳之气不能无偏，或得阳之多而为仁者，或得阴之多而为知者。‘见之’之‘之’，指‘道’而言。仁者、知者各因其所偏而有见于道，或谓之仁，或谓之知，不能尽如其性之所有而全之。然仁、知之人虽不能全其性，犹各能见其一偏。至若百姓之愚、不肖，则日用之间，无非由行此道，而皆不能知、仁者。知者知之而不全，百姓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虽各具于性，然能全而知之者，少矣。”（同上，“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节注）

其五，就人而言，所禀之理引发人的价值理性、道德理性，逼显其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文价值理性意识、人文道德理性意识；所禀之气引发人的感性欲念，造成人的价值迷失，乃至令人降至禽兽草木的境地。这也就是在现实的人的生命历程中所一直存在的天理与人欲的张力问题。在从总体上诠释《无妄》所符示的内容时，他称：“‘无妄’者，诚也，有天理之真实，无人欲之虚伪。凡阳刚，象天理之诚；阴柔，象人欲之妄。”（《易纂言·上经第一》）在诠释该卦《彖传》“《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时，他又称：“以卦变释卦名。刚为天理，柔为人欲。‘外’谓三，‘内’谓初。《遁》之初、三相易，刚自三来初，为一卦之主，易去内柔，是天理为主于内，而去其人欲之妄也。”（同上书，《彖上传第一》）“《遁》之初、三相易”，乃从卦变说的角度切入以立论。前所谓“二阴之卦，阴在下体，自二阴之辟《遁》而变”，是也。而在诠释《小畜》初九爻《象传》“‘复自道’，其义‘吉’也”时，他则说：“能舍己所独应之阴，则不徇人欲之私，而合天理之宜，所以‘吉’也。”（同上书，《象上传第三》）初九阳爻与六四阴爻爻性相反而属相应关系，故言“独应之阴”。以上种种即表明，《易》卦中阳爻、阴爻所分别符示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天理与人欲；阴阳爻相互关系的态势，其中就符示着天理与人欲关系的态势。

其六，放眼宇宙万有，纵观宇宙大化，在这由理气造化所成的无限广大而复无穷绵延的天地人物相连一体的世界与人的整个生活的世界二而实一的世界中，有三个至为重要的因素，即天、地、人，所谓三才。易学的核心，即三才之道。《说卦传》曾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就此，草庐诠释道：“性之理，谓人之道也。命之理，谓天地之道也。‘立’者，两相对之谓。天、地、人之道，无独而有对，故天之气有阴与阳，地之质有柔与刚，人之德有仁与义，皆两者相对而立，道则主宰其气质，而为是德者也。三才各一则为三，三者各兼而两之则为六，故圣人之画卦，必备六画而后成卦者，所以象天、地、人之各有两而为六也。初、二象地，初刚也，二柔也；三、四象人，三仁也，四义也；五、上象天，五阳也，上阴也。”（同上书，《说卦传第八》）三才之道既显，人之地位亦遂得以确立。惟有人，才会自觉以人之道接续天地之道，全面拥有天地人物相连一体的这个世界，令其真正成为自己整个生活的世界，并在此世界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体性存在，衡诸天地之理，依成己、成人、成物之序，遂己之性与生，遂人之性与生，遂物之性与生。如是，天地之理即在人身上得到较之在他物那里的最高境界上的体现，并透过人而在他物、在上述世界中得到相当充分的实现。而最能促成这一切的，就要数人中之圣了：“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大德。然天地生物，生人，又生与天地合德之圣人，命之居君师之位，为人物之主，而后能使天地之所生得以各遂其生也。”（同上书，《系辞下传第六》“天地之大德曰生”节注）不难看出，这里所言人之成为上述整个世界中的主体性存在，绝非在西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意义上的。因为后者是以人与自然相互外在、人为主体、自然为客体、人可随意宰制自然为己所用这一主客二元对立观念为基本前提的，与前者不可混为一谈。

其七，在成为人的整个生活世界的这个世界中，各种事物，一则有本有原地被生化而来（卦变说所诠显、符示），再则彼此间静态上对待而互显（对体说所诠显、符示），三则彼此间动态上以其无限的开放性而极则相通（反体说所诠显、符示）或无一例外地对待而繁复无尽、永无终穷地奇妙流变互通着（变卦说所诠显、符示）。而由以此世界为终极之域而相互内在的诸事物间之互动所成的诸格局、诸图景（六十四别卦所符示）之间，亦在静态上对待而互显（亦对体说所诠显、符示），动态上以其无限的开放性而极则相通（亦反体说所诠显、符示）或同样无一例外地对待而繁复无尽、永无终穷地奇妙流变互通着（亦变卦说诠显、所符示）。由是，此一世界遂成为一个万象以之为终极之域而相互内在、彼此开放、而又繁复无尽、永无终穷地奇妙对待、涵摄、互通着的环环相连、永恒流转、日新不已、永葆鲜活感性生命状态的宏大有机整体！在特定时点或时段上，相关事物与因素互动所成格局、态势或图景，相对于人乃至物而言，就有了或有利或不利、或理想或不理想的时、遇价值意义。互动之特定格局、态势或图景的出现，即意味着特定时的形成（六十四卦所符示）。在特定时下，包括人在内的相关事物或因素于相应格局、态势或图景中分值相应之位，此等位即称时位（别卦中诸爻之爻位符示）；其中值某一时位者对该格局、态势或图景起决定性作用（卦主说所诠显、符示）。对于任何事物或因素，皆当将其放在相应格局、态势、图景、时下来审视，方可最大限度地克服视野障蔽。而对于相关事物、因素、格局、态势、图景、时，交替在放大的视域下与化约的视域下来审视，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更为真切地了解其所是、所以是以及所将是。放大，令简单问题复杂化，渐臻精微，有见微知著之效（互体、连互说所诠显、符示）；化约，使复杂问题简单化，至抵本质，有以简驭繁之功（肖某卦说、复体说所诠显、符示）。

其八，就置身于上述生活世界中的个体人生而言，（1）应通体开显、敞亮起自身与天地人物相互内在、一体无隔的大宇宙心灵和以此为基础的真正属于自身、为自身所真切拥有的生活世界。（2）应对包括自身在内的这一世界中的一切的终极所以然，有一种彻然的生命透悟，透过“格物致知而诚意”（《易纂言·文言传第七·乾》“知至至之，可与几也”注），了悟到物我所同禀的理与气，体认到“我之所以为身，岂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之谓哉！身非身也，其所主者心也。心非心也，其所具者性也。性非性也，其所原者天也。天之所以为天，我之所以为身也。然则我之身非人也，天也”（《宋元学案》卷九十二《草庐学案·草庐精语》），然后透过自觉的德性涵养修为工夫，存天理去人欲，遏抑因气禀所带来的感性欲念的伸张，变化气质，最大限度地彰显出与天地之理一而不二的本然正性或善性，挺立道德理性、价值理性，令生命最终达致成为天地之理圆满化身的天地境界，亦即圣人境界。（3）在迈向天地境界的过程中以及达致天地境界之后，应令作为天地之理在自身生命这里特殊存在形式的本然正性或善性在彰显其体的基础上大显其用，转化为自身面向上述整个生活世界的深挚而浓郁的总体宇宙关怀与终极人文关切，豁显出无尽大化洪流和无限人生长河下的鲜明人文历史理性意识与神圣庄严的宇宙、人生、生活世界担当，挺立起自身于其中的生命主体性，秉持类乎主体间性之理念，启悟、诱导、助益他人他物，尽最大之可能，使其亦基于所禀天地之理这一充足正大资源而透出生命应然之自我，促成生意盎然、希望无限的天理沛然流行、和谐有序而通泰的有机宇宙共同体、有机人生共同体、有机人的生活世界的建立。如此，显然并非意味着牺牲了自身的主体性，反却更好地实现并升华了它。自身这种主体性的实现，就标志着属于我的世界的确立。这是每一个体都应自觉矢志不移地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不难明了，以此为目标，绝不意味着西方式的人类中心主义笼罩下的利己主义的自我中心主义。而其实现的程度，也就意味着上述生活世界为我所人文价值化的程度和实质拥有的程度，意味着事实世界向为我的意义世界转化的程度，意味着我以所禀天地之理为凭依而开显大我、实现自身价值和意义的程度。（4）应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以时的哲学的视野与智慧，直面自身所遭逢的时遇，直面宇宙人生、生活世界问题的复杂性，以理性深沉的忧患意识和乐观向上的大有为精神，动静因时，与时偕行，见微知著，以简驭繁，将正在迈向或业已达成的天地境界、圣人境界，具体落实为回应现实一切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之时者人格与举措。草庐称：“‘大明’，日也。圣人之随时应务，如大明之照，今日既终，明日又始，因其‘潜’、‘跃’、‘见’、‘飞’、‘惕’、‘亢’之时，处之曲当，各无亏欠，所谓‘贞’也。随六者之时，而乘此龙德，以当天运，与时宜之，所谓‘利’也。”（《易纂言·彖上传第一·乾》“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注）如此，人生才会步步迈向充实、圆满！

可见，在整合汉宋相关易学识见的基础上，草庐透过其在象数、义理两个基本易学领域颇具原创性的新开拓，将易学推进到一个新的理境，相当圆满地完成了其继往开来以传承、光大易学与道统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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